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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调整
*
①

——地票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米旭明 代单

摘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需要在制度上确保广大农民能够更加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进程，共

享改革成果。这就要求加快建立统一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优化配置的制度体系，在实现乡村振

兴的同时，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重点关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

整的制度功能,将地票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0—2017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客观

评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该政策的实

施不仅能够持续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对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进一步的中间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会消费与农民职业发展是重要的影响渠道。为此,政策

部门应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下尽快形成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

农民通过级差地租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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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Transfe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LandCoup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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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or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e needs to ensure that farmers

participat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airly and shar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reformation together.

This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system to exchange and distribute economic resources equal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n important factor, l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ion.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reformation of land coupon policy in

70 cities in China between 2000—2017,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stitutional func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transfer to promot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d

coupon policy can effectively accelerate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ffect of the

promotion is sustainable. Meanwhile, the policy has significantly boosted the growth of relative output

and employment in regional industries and services. Furthermor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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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areer are important influence channels. This conclusion

means that the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transfer across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ll help promote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new impetus for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forma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system in order

to form a construction landmarket across cities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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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施分地区和城乡隔离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指标管理制度。该制度有效地

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大国人口持续跨地区流动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

下，原有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张平、袁

富华，2019）。一方面，城乡隔离的建设用地市场阻碍了土地要素的再优化配置，进一步加大城乡

差距。另一方面，分省“占补平衡”的土地政策抑制了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的产业集聚和经济扩

张（陆铭，2011）。由此，不少地区陷入城市与产业集聚区域用地紧张，而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

用地却大量闲置的矛盾局面。这不仅牺牲了经济增长效率，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是实现城乡共同

繁荣的重要制度基石（刘守英，2018）。2007年 6月 7日，重庆市和成都市成为我国首批设立的

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市先后以地票制度为试验田，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制度的改革。在成渝试点的基础上，广州市与郑州市也开始逐步推进地票制度。理论上，地票

制度的实施能够赋予农村居民通过级差地租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为农民的迁移、家庭生活的改

善、职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追加投入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城乡配

置也能为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有利的要素环境。既有文献从耕地保护、城市反哺和建设用地流

转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旨在进一步深入理解地票制度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然而，该

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仅以农村或城镇单个视角分析土地资源的配置和

反哺效应，缺乏从城乡整体视角的考察；对制度改革的经济效果缺少客观评估与量化分析；较少

关注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地区产业发展的互动影响。

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且能促进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源再配置，进

而对城市产业集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重点关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

整的制度功能，使用 2000—2017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客观评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地区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和影响。可能的贡献在于：（1）在研究视角上，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评

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对城乡产业发展的作用，尤其关注土地优化配置后带来的人口流动和人

力资源再配置对服务业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对农村农业优化发展和乡村

振兴的作用，也有助于理解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尤其是服务业发展缓慢的问题。（2）在研究方法

上，采用合成控制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客观评估。该方法能够有效地避免样本选择偏误或未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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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3）在研究意义上，本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考察有助于制度设计

者更加关注“人、地与产业联动”的政策效果，更加关注土地流转后农村人口的后续发展与经济

机遇。

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制度背景和内

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包括实证模型与数据分析；第四部分

是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的讨论与中间影响机制检验；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

与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框架

制度背景与理论框架分析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地票制度实施背景分析；第二，相关

文献综述；第三，地票制度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理论分析，具体包括对企业经营与投

资决策的影响、对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一）制度背景分析

在城乡分割的建设用地指标模式中，人口与土地不存在联动机制。这意味着，农村人口流向

城市与产业，并不影响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再配置。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数的持续增加，一些地

区的村庄出现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规划不合理、普遍闲置的情况。由于难以获得级差地租，农

户与农村基层组织缺乏优化土地使用效率的积极性。这不仅使农民难以获得土地产生的财产性收

入，也进一步导致乡村建设用地粗放式发展，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同时，受限于城乡隔离的土地

指标管理制度，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无法通过既有建设用地再配置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人口

增长迅猛和产业用地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城市集聚效应与产业优化升级空间受限，一定程度上损

失了经济发展效率。

分省“占补平衡”的土地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作为我国耕地保护的重要制度，“占补

平衡”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在国家严控耕地不减少的前提下，要求在省级行政区内，实施“占多

少、补多少”的耕地非农化政策
①
。换言之，在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原则

下，耕地占用主体必须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开垦质量相当、数量相等的耕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

占水田补水田。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该政策有效地保护了国家耕地和农

业的安全。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地区更好地发挥产业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优势

产业。2008年 2月，重庆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地区。同年，地票交易制度正

式实施。其核心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破解城乡生产要素配置长期单向流动的困境，

为广大农民分享级差地租，共享改革红利提供制度保证。具体而言，重庆规定，农村居民在征得

三分之二以上集体村民的同意后，可以申请将闲置宅基地或其他建设用地复垦。复垦完成后交由

当地土地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即纳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该建设用地指标即为地票，可

在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地票交易收益中 85%归农民所有，其余 15%由农村集体获得。同时，农

① “占补平衡”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数量平衡（1998—2004年）、数量质量平衡（2004—2010年）

和数量质量生态平衡（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李国敏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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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复垦土地拥有使用权。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7年底，重庆市已完成

82场地票交易，成交总面积 22.46万亩，共 436.84亿元，均价为 19.45万元∕亩。其中，89.04%

来自于贫困区县和人口持续流出区域；96%落地于产业集聚与人口密集区域。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土地流转与集约利用不仅关系着产业发展模式与结构优化，而且对技术进步和国家竞争力有

着重要的影响（Li et al, 2018）。因此，作为重要的制度创新，地票制度一直受到我国学术界与政

策制定部门的重视。目前，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分析地票制度对“三农”的反哺作用。例如，

杨继瑞等（2011）提出在保护耕地和缓解城镇建设用地紧张的基础上，该制度有利于引导城镇资

本自发持续流入三农，有利于实现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的规划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杨庆媛、鲁春

阳（2011）认为应该从农民财产权转移角度建立地票收益分配机制，从地区发展权的角度构建地

票运行监测机制。冯桂（2014）理论分析了重庆方案对农村土地权利流转的作用，并从保护农民

财产权利和增加财产性收入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陆林（2016）建立了开发商参与地票和土地竞拍

的模型，模拟分析了地票落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主体可能承担的风险。通过使用土地出让

案例模拟，文兰娇、张安录（2016）发现该制度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土地资产价值，促进资源优化

配置。郑沃林、胡新艳（2019）采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了重庆与成都的地票制度，并建议在

发达城市中试点城市更新与土地性质相结合的地票制度。

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地票制度实施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例如耕地保护、反哺“三农”和土

地流转。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既有文献主要局限于规范分析，缺乏对制度效果的

客观评估和考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政策效果的深入理解。其次，已有研究主要以农村或城镇

视角分析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反哺效应，缺乏从城乡融合的视角综合考察制度影响。另外，既有文

献尚未关注制度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客观上，地票制度在实现城市资本对“三

农”反哺的同时，城市自身也获得了有利于产业集聚发展的土地与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城

乡融合发展视角下对地票制度的科学考察和评估更有利于深入理解制度的功能和效果。

（三）地票制度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以地票制度为代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不仅关系着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资源的优化

配置，也关系着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城市和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它能够有效地释放级差地租收

益，引导城市资本流入农村，也能够为城市发展和产业进步提供更大的增长空间。

1.地票制度与企业经营及投资决策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跨城乡的再配置能够从诸多方面影响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首先，非市场

化的土地资源配置制约了区域产业的发展，造成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与产能过剩的难题（袁志刚、

邵挺，2010；张莉等，2019）。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能够为城市发展和产业集聚提供了新的

增长空间，有助于城市和产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发挥产业的协同效应。与原有建设用地配置方

式相比，该方式更具市场化的特点。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效率、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选择是否参与

地票交易获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的交易方式在不同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只有生产和

创新效率最高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地票。长期来看，新增的建设用地不断地向最有竞争力的

企业与城市配置，有助于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的产业集群便于各种类型的企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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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协作，促进行业创新发展（Murata et al, 2014）。

其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有利于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要素环境。毋庸置疑，高昂

的土地成本与房地产价格容易导致企业资源错配，最终损失经济效率（Chaney et al, 2012；陈斌开

等；2015）。具体表现为，在微观层面容易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导致企业创新资源投入不足

（王文春、荣昭，2014；余泳泽、张少辉，2017）。在宏观层面，大量资本与企业家精神脱离实业

转而配置到非生产性活动上，将严重制约产业创新能力与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发展（Wiseman, 2015）。

地票制度有利于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要素环境。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有利于改变企业投资预期。

如果产业发展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空间和增长前景，那么市场需求将通过地票价格上涨引导农村

的建设用地转为城市和产业用地。由此形成城乡建设用地的联动机制，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城市

保持合理的房地产价格，弱化企业偏离主业的投资动机。同时，不断新增的建设用地将削弱企业

投资性房地产的盈利能力。投资性房地产盈利空间的压缩能够为专注实业的企业减负，降低其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租金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改变全社会投资房地产的预期。

第三，地票制度改革能够显著地影响企业经营成本。毋庸置疑，高昂的房地产价格不仅增加

了产业用地用房的成本，而且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高房价引致的高生活成本客观上要求

企业必须在人力资源方面投入更多，这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和创新支出产生负面影响，挤压

企业发展空间。通过地票制度对城乡建设用地的优化配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价格的

过快上涨，防止社会资本过度地流出实体经济。而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既可以为产业人才的安居

乐业提供支持，也可以有效地缓解产业用地用房的高成本问题。

2.地票制度、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发展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有助于人口集聚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

的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环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

重要助推力。大量富裕劳动力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显著地提高了经

济发展效率（Peneder, 2003）。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正是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与高价值产业的

结果。地票制度改革能够减少闲置土地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束缚。无论外出务工或者城市定居，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收益均能够为农村居民的生活和职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农

村人口向城市的不断集中有利于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源环境。尤其对于服务业，劳

动密集型的特点使得该行业的发展需要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总体上，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口

流入，不仅能够为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提供便利，也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市场需求。

建设用地流转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对于常年在外

务工的农村人口而言，城市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生活已成为他们无法

割舍的生活方式。多年在外的务工经历通常意味着他们的子女长期在城市成长和学习。此时，农

村难以满足其子女对生活需要和个人发展的期望，在城市定居和发展成为家庭更好的选择。而多

地户籍改革的深化也为这些家庭定居城市提供了制度便利。由此，地票制度改革带来的流转收益

一方面有利于该类人群增加投资提升自我技能，实现满意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们

更多地投资子女教育，使后代获得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子女的城市生活和职业发展提供保障。

这些家庭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投资包括以提高劳动回报率为目标的职业技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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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训、以寻求更高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的创业活动。这些活动均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的持续发展

（Schneck, 2014）。

图 1 研究主线与实证过程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乡分治的土地政策和产业结构发展滞后的背景下，本文重点关注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的作用和影响。研究主线与实证过程如图 1所示，通过使用合成

控制法、双重差分法，按照三个步骤进行了评估和检验。第一，考察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指

数的影响；第二；分别从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角度，对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调整情况进行评

估；第三，中间影响机制检验与分析。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双重差分法（DID）、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及合成控制法（SCM）是政策评估研究中最

主要的研究方法。虽然双重差分法的应用更加广泛，但是该方法要求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

前具有相同的趋势。实践中，由于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所以极易造成评估结果的偏差。

合成控制法能够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该方法利用大量数据确定控制组，有效地避免控制

组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机性（Abadie& Gardeazabal, 2003）。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大量观测值的加权

平均生成一个政策实施的“反事实”控制组，以此模拟地票制度改革地区在不进行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流转情况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然后对比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确定政策实施效果。具

体是将 2008年实施的重庆地票制度作为一项自然实验，然后在同地区、同时期进行对比实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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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地区实施或不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两种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不同结果，

该结果差异即为政策实施效果。本文通过对其他未实施政策城市的线性组合拟合形成一个与重庆

类似情况的对照组，以避免主观选择对比过程中引起的误差。

（一）研究设计与模型

假设观测到 J+1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情况，其中第 1个地区（重庆）受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

转改革的影响，其他 J个地区为控制组。可以观测到这些地区 T期的产业结构情况。使用 T0表示

地票制度实施前的年份，满足 1≤T 0≤T。采用反事实框架，对于地区 i=1，… ，J+1和时刻 t=1，… ，

T，用Yit
N表示地区 i在时刻 t没有实施地票制度时的结果，用Yit

I表示地区 i在时刻 t受到实验时的

结果。因此，αit=Yit
I -Yit

N为地票制度的政策效果。假设地票制度对于实施前的产业结构没有影响，

因此当 t≤T0时，地区 i存在Yit
I=Yit

N。当 T0＜t≤T，即Yit
I=Yit

N+αit。Dit为实施地票制度的虚拟变量，

如果 t时刻地区 i已实施地票制度，该变量取 1，否则为 0。时刻 t观测到地区 i的结果 Yit，

Yit=DitYit
I+(1-Dit)Yit

N，因而Yit=Yit
N+Ditαit。对于控制组地区，存在Yit=Yit

N。仅有第 1个地区在时刻 T0
后开始受到政策影响，目标是估计α1t。当 t>T0时， αit=Y1t

I -Y1t
N=Y1t-Y1t

N，Y1t是重庆地区的实际产业

结构情况，该情况是可以观测的。为了估计α1t，需要估计Y1t
N。Y1t

N是实验组地区实施政策前产业结

构的变化情况。假设Y�t
N由如下的模型决定的：

Yit
N=δt+θtZi+φtμi+εit （1）

其中 Zi是地区 i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变量，δt是时间趋势，φt是无法观测的共同因子，μi是不

可观测的地区固定，εit是各地区受到的暂时冲击。为了考察地票制度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需

要通过控制组的加权模拟重庆地区。为此，需计算 J+1维权重向量W=(w2,⋯wJ+1)'，满足对任意

的 J，wJ≥0，且w2+⋯wJ=1。

j=2
J+1wjYjt� =δt+θt j=2

J+1wjμj� +φt j=2
J+1wjμi+ j=2

J+1wj�� εjt （2）

假设存在一个向量组W*=(w2
*,⋯wJ+1

* )'满足：

j=2
J+1wj

*Yjt� =Y1t,⋯ j=2
J+1wj

*PjT0� =P1T0 （3）

并且

j=2
J+1wj

*�j� =�1 （4）

如果 i=1
T0 φt

’φt� 非奇异，那么存在：

Yit
N- j=2

J+1wj
*Yjt� = j=2

J+1wj
*

s=1
T0 φt

’φt s=1
T0 φt

’φt�
-1
wj
* εjs-ε1s -�� j=2

J+1wj
* εjs-ε1s� （5）

Abadie（2010）证明，在一般条件下，式（5）右边将趋近于 0，因此对于 T0＜t≤T， j=2
J+1wj

*Yjt�

可以作为Y�t
N的无偏估计，从而

αit=Y1t
I -Y1t

N=Y1t
I - j=2

J+1wj
*Yjt� （6）

即得到政策效果的估计值。求取的关键之处是确定式（3）中的权重。需要通过选择X1和X0W

之间距离 X1-X0W的最小值 X1-X0W 'V(X1-X0W)。X1表示制度实施前的特征向量，X�表示制度实

施前的特征向量，V表示对称半正定矩阵。由此，可以计算得出最优权重W*。

上述方法能够避免双重差分法检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问题。这是因为，如果无法排除政

策评估中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容易导致有偏的结果，高估政策影响。相对于双重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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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倾向得分法采用个体和年份交错的混合数据，能够得到一些改进。但是，该方法难以研究个

别区域的特定情况，同时交错也容易存在匹配误差（苏治、胡迪，2015）。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变量说明

本文选择我国 70个大中城市及相关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客观评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

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相关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统计口径一致。其他数据来自于Wind

金融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四川省成都市在试点过程中出现紧急叫停、长期停摆和规则

修改的情况，因此剔除成都地区数据。最终，整理获得 69个大中城市及相关地区 2000—2017年

间的面板数据。研究样本中，仅有重庆地区在观测期内实施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研究

变量方面，借鉴江永红等（2016）、刘友金、曾小明（2018）的研究，分别使用产业结构优化指数、

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来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情况。具体如下：产业结构优化指数（stru）：

将第一、第二与第三产业与总产值的占比加权计算得到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指数越高，说明地区

产业结构越高级化。

stru= i=1
3 yi×i=y1×1+y2×2+y3×3� （7）

其中，i分别等于 1、2、3，表示第一、二、三产业。 iy 为第 i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借鉴樊纲等（2011）的研究方法，将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假定 2000年（基期）各项指数取

值范围为 0—10，即基期各地区指数最低为 0分，最高 10分。由此得到所有地区在基期的指数分

布情况。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第 i个指数= strui-strumin
strumax-strumin

×10 （8）

然后，分别计算相对于基期，每个地区后续各期指数的得分，

t年第 i个指数= strui-strumin(�)

strumax(�)-strumin(�)
×10 （9）

与此同时，分别采用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再次衡量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具体包括，使用工

业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考察政策实施对工业调整的影响；使用服务业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考

察对服务业调整的影响。并借鉴赵祥、曹佳斌（2017）、刘友金、曾小明（2018）等研究，将若干

重要影响因素确定为预测控制变量
①
。具体变量与度量方法如下：对外依存度 trade，各地区进出

口总额与GDP比值。市场规模 lnpop，年末总人口的自然对数。创新投入强度 inno，地区研发投

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城市化程度 urban，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土地开发程度 uas，

城市建成区面积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地区创新能力 lnpatent，采用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

政府干预 gov，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对外开放度 fdi，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基础设施水平 road，年末人均实有道路面积单位（平方米/人）。人口密度 lndensity，人口密度对

数值。劳动力投入 empro，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劳动力价格 lnwage，地区在岗职工平均工

① 部分变量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即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由于其他变量上升导致，而不是地票制度改革的作用。

但是，该问题可能并不严重。这是因为：首先，本文研究的时间是一个短期效应。其次，政府干预、固定资产占比

等部分变量在地票制度改革前后是下降的，这就缓解了因地票制度改革影响推动了这些因素的上升而导致产业结构

优化的机制。另外，通过更换或减少部分预测控制变量，变换干预变量，再次进行检验，结果一致。感谢匿名审稿

人对该问题的指正和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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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对数。人力资源 humi，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信息技术 lninter，万人互联网用户

数的对数。劳动生产率 lnrgdp，人均GDP的对数。年末金融机构存款 lnfinan，年末金融机构存款

余额的对数。床位数 lnbed，医疗卫生院床位数的对数。

表 1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均值为 4.626，标准差为 1.702。这表

明样本区域产业结构平均处于中等水平，部分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对外依存度方面，最小值趋近

于 0，最大值为 0.423，标准差为 0.0635。市场规模和创新投入强度方面，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均

较小，说明样本地区之间差异较小。对于城市化水平变量，最大值为 100，最小值为 13.90，标准

差为 19.02。这表明样本区域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基

础设施水平变量最大值是 11.2063，标准差为 5.77。这反映出样本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也存在一定的

差异。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解释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stru 产业结构优化指数1224 4.626 1.702 10 0

trade 对外依存度 1224 0.0482 0.0635 0.423 0.0007

lnpop 市场规模 1224 6.212 0.627 8.129 3.861

inno 创新投入强度 1224 0.0134 0.012 0.0724 0.0008

urban 城市化水平 1224 46.24 19.02 100 0.444

uas 土地开发程度 1224 0.0315 0.0662 0.496 0.0006

lnpatent 地区创新能力 1224 7.85 1.749 12.15 4.025

gov 政府干预 1224 0.145 0.782 27.43 0.0443

fix 固定资产占比 1224 5.55E-053.29E-050.0008 8.21E-06

fdi 对外开放度 1224 0.0045 0.0044 0.0483 3.42E-05

road 基础设施水平 1224 11.2063 5.7721 35.17 2.9

lndensity 人口密度 1224 5.9794 0.9687 8.2985 4.18

empro 劳动力投入 1224 0.5912 0.3649 3.8022 0.0327

lnwage 劳动力价格 1224 10.0697 1.3886 11.36418.827

humi 人力资源 1224 0.0313 0.0298 0.1528 1.85E-06

lninter 信息技术 1224 13.0522 2.0062 17.76689.052

lnrgdp 劳动生产率 1224 10.2367 1.4998 13.15657.821

lnfinan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1224 13.24 1.241 17.77 9.6478

lnbed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1224 10.37 0.945 13.16 6.924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file:///C:/Users/lenovo/Working%20Paper/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升级/WP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调整——地票交易的准自然试验/地票制度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吗？2019.4.4.docx
file:///C:/Users/lenovo/Working%20Paper/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升级/WP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调整——地票交易的准自然试验/地票制度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吗？2019.4.4.docx
file:///C:/Users/lenovo/Working%20Paper/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升级/WP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产业结构调整——地票交易的准自然试验/地票制度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吗？2019.4.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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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过程如下：首先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是否对产业结构优化产

生影响；然后分别进行有效性检验、处置组变换和双重差分法对比，以验证合成控制法评估结果

的稳健性。

（一）合成控制法评估结果

经过 SCM计算，确定合成重庆地区的最优权重组合。组合具体包括 7个地区，分别是泉州

（0.41）、福州（0.366）、常德（0.064）、哈尔滨（0.061）、遵义（0.038）和三亚（0.029）。最大权

重地区为泉州，最小为三亚。权重超过 0.1的地区为泉州和福州。上述城市的加权平均能够有效

地拟合政策实施前目标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表 2是预测变量的拟合与对比情况。结果显示，

政策实施前，主要变量均非常接近，拟合度非常高。

表 2 预测变量的拟合与对比

变量 符号 重庆地区 合成重庆地区

信息技术 lninter 13.9054 12.9292

城市化水平 urban 24.4012 30.5879

劳动生产率 lnrgdp 9.0969 9.7822

劳动力价格 lnwage 9.5105 9.5723

人力资源 humi 0.0090 0.0148

对外依存度 trade 0.0116 0.0401

人口密度 lndensity 5.9464 6.1274

图 2是实际和合成重庆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结果。结果显示，在 2000—2008年期间，stru

平均差距为 0.059，波动幅度非常小。2009—2017年间，stru差距波动幅度迅速增大，平均差距

达到 0.965。尤其在 2012年高达 1.2228。总体上，政策实施前，真实与合成重庆地区的产业结构

发展水平基本上重合，能够较好地拟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变化路径。政策实施后，真实重庆地

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上升明显，与合成重庆地区的差异迅速扩大。

图 2 实际和合成重庆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 3 重庆地区与其它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二）有效性检验

是否存在其他难以观测的因素或偶然事件导致上文评估结果的出现？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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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性，下文进行有效性检验。首先，采用随机控制单元的排列检验进行分析。基本思路为，在控

制组内随机选择某个地区，假设该地区在 2008年末也实施了地票制度改革，依据前述方法再次进

行检验。如果其“政策效果”与重庆地区的实际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则表明评估结果是客观合理

的。

由于较大的平均预测误差表明分析区域的拟合效果不佳，因此剔除平均预测误差大于重庆地

区 2倍的样本，共 25个。最后，得到 44个地区的分析结果。图 3是排列检验的结果。通过随机

选择控制单元，确定得到重庆地区与其他地区预测变动程度的分布。图中黑线代表重庆地区，灰

线代表其他地区。结果表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后黑线迅速攀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这说明政策效果明显，其他地区与重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情况相同的概率非常小。因此，评估结

果是有效的。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该政策能够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处置组变换

接着，本文再次采用安慰剂检验进行验证。具体方法是：首先，剔除掉重庆地区。然后，选

择一个没有进行地票制度改革的对照组地区，并用剩余样本合成该地区。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

该地区实际情况与合成情况的差异，考察是否同样存在前述的评估结果。如果评估结果相同或者

类似，则说明前文检验结果存在问题。反之，则证明检验结果有效。

图 4 实际和合成福州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 5 福州与其它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由于福州与泉州的合成权重均超过 0.1，所以分别对上述两个地区进行安慰剂检验。图 4是福

州地区安慰剂检验结果。可以发现，2008年前，合成福州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福州。但 2009年

后，实际值反而低于预测值。这说明“政策实施”反而降低福州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图 5

为福州与其他地区的预测误差分布图。与前述检验方法保持一致，仍然剔除大于福州预测误差标

准值 2倍的地区，剩余 57个地区参与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与其他地区不存在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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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实际和合成泉州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 7 泉州与其它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同理，分别对泉州、上海与西安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6—11所示。与福州的安慰剂检

验结果类似，即假定的“政策实施”并没有促进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这再次证明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评估结果是有效的。

图 8 实际和合成上海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 9 上海与其它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图 10 实际和合成西安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对比 图 11 西安与其它地区预测误差分布

（四）双重差分法的对比

为证明 SCM结果的科学性，再次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具体研究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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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it=β0+β1reform+β2year+β3reform×year+βX+μi+ηt+εit （10）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struit表示地区 i在 t年时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若该地区实

施流转制度改革，那么 reform=1；否则 reform=0。政策实施前 year=0；实施后为 1。µi是个体固

定效应，η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随机误差项，X是控制变量集合。另外，为了避免采用双重差分

法可能存在的偏误，依据共同趋势假设，选择与重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一致的地区。趋势分

析结果表明，共有 14个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同重庆产业结构调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于是，将这些

地区确定为参照组，具体包括包头、北海、长春、桂林、哈尔滨、吉林市、济南、济宁、宁波、

武汉、厦门、秦皇岛、宜昌、银川。DID估计结果如表 3所示，其中 PanelA 是采用全样本作为

对照组的估计结果，Panel B 是采用上述共同趋势一致地区样本作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第（1）

列和第（3）列是没有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第（2）列和第（3）列是控制全部影响因素

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reform×year交互项的系数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值得关注的是，

第（4）列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实施地票制度的地区，受到政策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增

加 2.0799（e0.7323）。另外，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等控制变量均呈现显著

的相关关系。结合 SCM和DID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促进地区产

业结构优化的研究结论是有效的。

表 3 双重差分法估计

变量名
PanelA：全样本 Panel B：共同趋势样本

(1) (2) (3) (4)

交互项
0.2074**

(2.3347)

1.0186***

(5.9972)

0.4942***

(4.1791)

0.7323**

(2.4246)

对外依存度
-1.1590

(-1.4500)

1.5437

(1.0852)

市场规模
-0.8121***

(-8.9831)

0.0263

(0.1871)

创新投入强度
6.1689*

(1.8949)

7.9512

(1.0957)

城市化水平
0.0285***

(11.1937)

0.0384***

(8.3266)

土地开发程度
0.2642

(0.4188)

-8.5290***

(-2.6162)

地区创新能力
0.3706***

(11.7333)

0.1042

(1.3131)

政府干预
0.0005

(0.0626)

-0.5318

(-0.2111)

固定资产占比
197.1674

(0.2586)

-1300.5374***

(-2.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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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度
-26.0963***

(-4.0913)

43.9392***

(2.8227)

基础设施水平
-0.0364***

(-4.7370)

0.0733***

(6.1234)

人口密度
-0.2006***

(-3.0783)

-0.5285***

(-5.7348)

劳动力投入
-0.0032

(-0.0288)

0.1698

(0.4573)

劳动力价格
-0.0996

(-0.9174)

1.2896***

(3.7184)

人力资源
16.2990***

(12.6698)

11.3572***

(5.1738)

信息技术
0.4007***

(6.5533)

0.3102***

(3.8724)

劳动生产率
0.1698*

(1.7277)

0.2020

(0.7363)

常数项
3.8003***

(18.0481)

1.2379***

(6.0750)

3.8418***

(11.8001)

-14.5501***

(-4.7186)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242 1242 270 270

AdjustedR-squared 0.0686 0.7279 0.0143 0.8064

注：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1%、5%、10%；括号中为 t值。

五、进一步的讨论与分析

前述研究考察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

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且促进效应具有持续性。那么，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城乡配置

的制度改革能否促进“人、地与产业联动” 的机制形成？换言之，通过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将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至城市与产业中，是否有助于乡村人口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集聚？进一步，

下文将分析地票制度实施对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地票制度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影响

通过经济活动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不断的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

级，已成为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特征（Neuss, 2019）。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经济奇迹的背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优化情

况并不理想（余泳泽、潘妍，2019）。究其原因，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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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重新配置的限制可能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Li et al, 2018；李力行等，2016）。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不仅有利于土地资源向城市转移与配置，促进产业发展与集聚，

而且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和产业的流动，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环境。在

有效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转移到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能够为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新的空间。

由此，城市房地产价格高涨对产业和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得到有效缓解（张莉等，2017），进而改善

全社会向实体产业配置资源的意愿。对农民而言，闲置建设用地的资本化能够为其追求更好的生

活和职业发展提供财务支持。城市的集聚效应与高收入机会也促使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产

业（Alonso-Carrera & Raurich, 2018）。专业分工的不断细化能够为迁移人口提供更多的服务业从

业机会。

基于上述分析，进一步评估政策实施对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具体影响。具体思路为，

采用工业相对产值、相对就业率考察地票制度对工业调整的影响；采用服务业相对产值、相对就

业率考察对服务业调整的影响。相对产值由地区工业产值与全样本地区平均值之比计算确定，相

对就业率由服务业从业总人数与全样本地区平均值之比进行度量。为了确保拟合效果和研究结论

的稳健性，选择如下变量作为预测控制变量：对外依存度 trade、人力资源humi、劳动力价格 lnwage、

劳动力生产率 lnrgdp、政府干预 gov、人口密度 lndensity、年末金融机构存款 lnfinan、医院卫生院

床位数 lnbed、信息技术 lninter。

图 12 重庆与合成重庆的工业相对产值 图 13 重庆与合成重庆的工业相对就业率

图 12与图 13是工业情况的估计结果，分别为政策实施对工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影响。

图中的垂直虚线表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的起始时间。不难发现，在政策实施前的年份中，

工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实际值与合成值拟合情况非常好，说明合成控制法的估计是有效的。

该时点之后，无论相对产值还是相对就业率的实际值均迅速攀升，与合成值的差异迅速扩大。上

述结果表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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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重庆与合成重庆的服务业相对产值 图 15 重庆与合成重庆的服务业相对就业率

图 14与图 15是服务业情况的估计结果，分别为政策实施对服务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

影响。同样可以发现，在政策实施之前年份中，服务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的实际与合成情况

的变化路径拟合一致。此后，服务业相对产值增长迅猛，与合成控制对象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

有趣的是服务业相对就业率的估计结果。从图 15中可以发现，重庆与合成重庆在服务业相对就业

率的明显差异直至 2011年左右才出现，即政策实施三年后，相对就业率才发生显著的增长变化。

这说明政策实施对相对就业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另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图中虚线所

表示的合成控制地区服务业情况。其变化趋势表明，如果不存在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该地区的服

务业发展将非常缓慢。这正是我国不少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真实写照。

图 16 各地区工业相对产值差值分布 图 17 各地区工业相对就业率差值分布

为了避免 SCM评估中预测变量的差异来自于某些未知或无法观测的偶然因素，再次使用排

序检验分析类似情况存在于其他地区的概率。该方法的使用前提是必须确保政策实施前具有非常

好的拟合效果，否则难以说明预测差值是否真正来自于制度改革。基于此，剔除了政策实施前

RMSPE值超过重庆RMSPE值 2倍以上的地区。结果如图 16和 17所示。显而易见，与其他地区

相比，重庆的工业相对产值和就业率的变化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政策实施后，黑色实线沿着图形

上方持续攀升，与其他灰色实线的差距迅速扩大。这表明政策实施显著地提高了重庆地区的工业

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服务业的检验结果亦是如此，具体如图 18和 19所示。仍然值得关注的

是相对就业率的结果。政策影响相对就业率的滞后效应同样存在，随后其迅猛增长，变化幅度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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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其他地区。

图 18 各地区服务业相对产值差值分布 图 19 各地区服务业相对就业率差值分布

（二）中间影响机制研究

理论上，地票交易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可以从“人”和“地”两个视角展开。对农民而言，

一旦交易成功，即可获得 85%的收益。该收益能够为农民的迁移、家庭生活的改善、职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追加投入提供财务支持。城市化迁移、家庭生活的改善、子女教育的增加投入均能够

增加当地服务业的市场需求，促进服务业的有效发展。而城市中更多人口的集聚有利于增加人力

资源供给，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环境。另外，受限于教育水平、工作技能、社会关系

网络等，农村迁移家庭通常难以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创业成为其获得更好劳动回报和更高生活

满意度的最佳选择。这些创业活动虽然集中于非生产性的服务业，但它们的发展有利于城市更好

地发挥专业化分工优势，使产业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也就是说，完善的生活服务有利于城市高

技能、高收入群体从生活事务中解脱出来，增加更多的知识密集型、高技能型的工作投入。由此，

产业比较优势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形成城市居民的高度分工与协作。

1. 消费机制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首先从社会消费的视角进行中间影响机制检验。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中

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检验地票制度是否通过社会消费渠道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国

家统计局没有公布大多数城市 2006年之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所以难以使用 SCM。这

是因为该方法要求政策干预前的数据观测期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Sizable Number of

Preintervention Periods）。这样才能够在足够长的时期内追踪处理地区的经济特征和结果变量。干

预前期数量不足，会影响拟合效果，所以采用DID方法。具体研究模型同模型（10），因变量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数。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交互项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

明地票制度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社会消费的增加，进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该结果

的意义在于：受限于研究数据，难以直接考察农民在地票交易中获得的经济发展成果。而地票制

度改革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能够间接地验证反哺作用带来的成果分享与经济效果。

表 4 消费机制检验

变量名 Pannel A：全样本 Pannel B：共同趋势样本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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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 0.9076***

(18.2146)

0.4435***

(3.6922)

1.1112***

(23.3171)

0.5498***

(4.2707)

对外依存度 -0.4516

(-1.0282)

-2.0304***

(-3.9343)

创新投入强度 4.7078***

(4.1151)

1.6971

(1.6350)

城市化水平 -0.0051***

(-3.6460)

-0.0080***

(-5.8029)

土地开发强度 0.3982

(1.3860)

3.1920**

(2.5118)

地区创新能力 0.2631***

(11.4249)

0.2500***

(9.2141)

政府干预 -2.2631***

(-2.9184)

-3.5604***

(-4.0799)

固定资产占比 -4064.5700***

(-4.3224)

-1317.3198

(-1.3506)

对外开放度 1.7427

(0.3870)

7.1785

(1.5195)

基础设施水平 0.0015

(0.4110)

0.0091**

(2.4012)

人口密度 -0.0055

(-0.1455)

-0.0830

(-1.6240)

劳动力投入 -0.2702***

(-4.9321)

-0.3525**

(-2.3732)

劳动力价格 — -0.7725***

(-3.4968)

人力资源 0.0217

(0.0337)

-2.6515***

(-3.6213)

信息技术 0.3681***

(9.8783)

0.3753***

(9.2753)

劳动生产率 0.2292***

(3.5001)

0.4616***

(5.7809)

常数项 6.9489***

(32.2299)

-2.2195***

(-3.3048)

6.5347***

(132.1791)

3.5570**

(1.9707)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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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432 432 336 336

R-squared 0.2942 0.9227 0.3946 0.9277

注：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1%、5%、10%；括号中为 t值。

2. 人力资本机制检验

另外，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考察制度实施前后，重庆地区农村居民创业发

展的情况。受限于学历、工作技能、人际关系网络，农村居民往往难以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因

此，创业成为其增加家庭收入，提升满意度的最佳途径（Blanchflower &Oswald, 1998）。实践中，

严重的融资约束成为其开展创业活动的“拦路虎”（Hurst & Lusardi, 2004）。而地票交易产生的级

差地租分享能够有效地缓解农村居民的创业融资约束，助力农民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和更高的生

活水平。

通过使用八期CGSS数据，对重庆农村居民创业选择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由于调查数据中并

没有包括地票方面的内容，因此无法直接评估农户参与地票交易前后的影响，只能间接考察政策

实施前后个人选择概率的变化。由于政策在 2008年 12月实施，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将

2003年、2005年、2006年和 2008年的调查数据作为实施前数据；2010年、2011年、2012年和

2013年为实施后数据。具体模型如下：

Pr entrepreneurshipit=1 =G(α+βtreatmentit+γXit+θit+εit) （11）

其中，entrepreneurshipit表示受访者是否个人创业，treatmentit表示受访者是否为重庆农村居民。

X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民族、户口性质、父

亲或母亲是否为创业者、健康情况、家人收入、是否中共党员等。其中教育程度按照大专以上、

高中到中专、初中以下分为高等教育水平、中等教育水平两个虚拟变量。宗教信仰为虚拟变量。

家人收入变量 hincome为上一年家庭收入减去受访者个人收入计算得到。θit、εit分别为地区和年

份固定效应。表 5是地票制度对居民创业活动影响估计结果。

表 5 人力资本机制检验

被解释变量

个人创业

PanelA：实施前 Panel B：实施后

(1) (2) (3) (4) (5) (6)

是否重庆农村居民

treatment

-0.241*

(0.138)

-0.328**

(0.160)

-0.509**

(0.205)

0.00137

(0.0973)

-0.0001

(0.0979)

0.0002

(0.123)

性别 -0.0028

(0.0182)

0.0208

(0.0222)

-0.0214**

(0.0101)

-0.0217

(0.0174)

民族 0.113***

(0.0359)

0.136***

(0.0414)

-0.0251

(0.0195)

-0.0600*

(0.0360)

年龄 0.0305***

(0.0043)

0.0263***

(0.0059)

0.00699***

(0.0019)

0.0109***

(0.0042)

年龄平方 -0.0003***

(5.08E-05)

-0.0003***

(0.00006)

-0.0001***

(0.00002)

0.0001**

(0.00004)

父亲创业 0.107* 0.151 0.0380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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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4) (0.104) (0.0322) (0.0760)

母亲创业 0.0853

(0.0835)

0.0738*

(0.0397)

0.0342

(0.0448)

0.0693*

(0.0362)

是否高等教育 -0.118*

(0.0666)

-0.0664

(0.0505)

是否中等教育 0.00963

(0.0267)

-0.0110

(0.0248)

是否已婚 0.0738*

(0.0397)

0.0693*

(0.0362)

中共党员 -0.0855**

(0.0335)

-0.0931***

(0.0332)

其他家庭成员收入 0.0146

(0.0106)

0.0229***

(0.0087)

健康状况 0.0204

(0.0254)

0.0210

(0.0186)

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687 2224 1678 4389 4377 1805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影响系数为probit模型的边际估计结果；***、**、*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1%、5%、10%。

结果显示，第（1）—（3）列中 treatment的系数为负，且在 10%以上的水平显著。第（4）

—（6）列中，treatment的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这说明地票制度实施后，显著的负向关系消失

了。换言之，在政策实施前，重庆地区农村居民的创业选择倾向显著低于其他地区。政策实施后，

这种情况便不存在了。这意味着，地票制度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创业。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既有

文献一致（Simoes &Crespo, 2016；李涛等，2017；阮荣平等，2014），年龄呈现倒U型的影响关

系，父母的创业者身份有助于个人创业。其他家庭成员收入、群众的政治面貌和已婚的状态对个

人创业存在积极作用。

表 5的检验结果是否存在自选择问题？即创业或者创业意愿较高的农户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

地票交易，以获得更多的创业资本支持。而没有选择地票交易的农户可能是创业能力不高、意愿

不强的人群？如果上述检验中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的初始条件不完全相同，就容易导致选择偏差。

但是，就本文研究而言，该问题可能并不存在。这是因为，受限于数据问题，我们无法获得农户

层面的地票交易数据，所以难以从微观层面直接考察地票制度对农户创业活动的影响。由此，本

文选择从另一个视角进行间接考察，即利用CGSS调查数据考察重庆农村居民在制度改革前后创

业选择水平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衡量来自于和其他地区居民的对比。此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

居民创业选择变量，解释变量为是否重庆农村居民。该情况下，影响各地区农村居民创业的因素

是难以影响其户籍所在地的。也就是说，考虑户籍管理制度、居住历史等因素，创业活动并不会

影响到解释变量——是否为重庆农村居民。所以，上述检验能够有效地缓解自选择问题。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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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评估了合成重庆中其他地区的情况。结果发现，其他地区均不

存在上述情况。也就是说，地票改革后农村居民创业水平的显著变化仅存在于重庆地区。这说明

地票制度能够缓解创业融资约束，促进农民职业发展。这个视角的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

地票制度通过人力资本机制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可以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工业和服务

业的发展。具体而言，政策的实施将在短期内显著促进地区工业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服务业

相对产值的增长。对于服务业相对就业率，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促进作用也非常明显。

另外，中间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地票制度的反哺作用带来的城市资本有助于农民更好地分享经

济发展成果，有效地改善生活水平，促进农民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这些均能够对地区产业结构

的调整产生积极影响。当然，上述结论可能与研究区域的既有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与我国发达地

区相比，重庆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黄群慧，2018）。因此，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城乡优化配

置对工业和服务业均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达地区，这种促进作用

可能主要集中于服务业。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直以来，我国在城乡和不同省份之间均实施了隔离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方式。在人口加速

流动、经济集聚的背景下，这种配置方式不仅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造成不利影响，而且可能导

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今，确保农村农业优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战略。加快建立和完善跨城乡的一体化要素市场，从根本上确保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式，

则是实现上述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城乡融合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视角下，客观评估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重点关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后，人口流动与人

力资源再配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能够持续有效地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建设用地跨城乡

再配置有助于促进地区产业发展与优化，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其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改革有利于促进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具体而言，政策实施可以在短期内显著促进地区工业

相对产值和相对就业率、服务业相对产值的增长。对于服务业相对就业率，虽然政策效应具有一

定的滞后性，但促进作用也非常明显。第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

作用可能与区域既有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地区而言，优化和促进作用在

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均非常显著。对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达地区，这种促进作用可能主要集中于

服务业。最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有利于促进社会消费的增加和农民追求更好的职业发

展，进而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口流动、产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化发展的背景下，城乡分隔的建设

用地指标配置方式不仅限制了农村居民通过级差地租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也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为此，相关政策部门应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助推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具体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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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包括：（1）加快建立和完善跨省份和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有效盘活既有农村地区效率

低下的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在确保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分步、分阶段地探索跨省份“占补平衡”

和建设用地流转的制度改革。（2）在金融机构中稳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融资担保业务，根据

流转市场的交易情况和风险特征，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制度，助力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与乡

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3）在城乡互利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制约土地集约利用和产业发展的既

有政策和制度，通过有效的制度改革确保城乡土地资源、人力资本的双向流动与合理配置。同时，

政策部门还应密切关注低层次产业和“脱实向虚”的资源配置动向，引导既有与新增土地资源有

效地配置到实体产业中，进一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竞争力升级。（4）充分关注“人、

地与产业”的联动机制，积极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相关农民的职业发展和技能培训工作。

一方面，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为农户选择进城就业或城乡创业提供职业技能、生产经营知识、三

农普惠金融政策等学习培训机会。另一方面，全面清理不利于地随人口、人随产业的制度障碍，

改革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农民进城落户、城市公共配套服务的均等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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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占补平衡相关制度发展历程

序

号

时间 相关制度 部门 具体内容

1 1997.4.15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

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

的通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非农业建设确需占用耕地的，必须开发、

复垦不少于所占面积且符合质量标准的

耕地。

2 1998.8.29 《土地管理法》第二

次修订

全国人大常

委会

首次确立了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

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

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耕地的制度。

3 2001.11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工

作的通知》

国土资源部 要求各地从耕地的土壤理化性状以及配

套设施条件等方面入手尽快制订科学合

理、简便易行的耕地质量标准，为评价补

充耕地的质量提供可靠依据。

4 2004.10.21 《关于深化改革严格

土地管理的决定》

国务院 首次提出对补充耕地的数量、质量实行按

等级折算，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5 2006.6.16 《耕地占补平衡考核

办法》

国土资源部 对按照农用地等级折算系数来衡量占补

平衡做出正式规定，要求实施补充耕地的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应当与被占用的耕地

等级相同或者高于被占用耕地的等级，按

照占用耕地面积确定补充耕地面积。

6 2008.6.26 《关于严格耕地占补

平衡管理的紧急通

知》

国土资源部 强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补充耕地质

量相当。

7 2011.9.24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规范( 试行) 》

国土资源部 加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促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

8 2012.3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

（2011—2015）》

国土资源部 加强农田土地整理复垦，着力加强耕地质

量建设。

9 2014.2.13 《关于强化管控落实 国土资源部 全面实施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制度，建设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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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的通知》

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耕作层应当予

以剥离，用于补充耕地的质量建设，超过

合理运距、不宜直接用于补充耕地的，应

用于现有耕地的整治。

10 2015.12.31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

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

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

干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保护。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

水田补旱地，严禁毁林开垦。全面推进建

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11 2016.4.12 《国土资源“十三五”

规划纲要》

国土资源部 提高补充耕地质量，实施补充耕地与改造

耕地相结合，推进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

体”保护。

12 2016.7.25 《关于补足耕地数量

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

合落实占补平衡的指

导意见》

国土资源部 在补足耕地数量的前提下，通过对现有耕

地提质改造、以补充耕地与改造耕地相结

合方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明确耕地占一

补一，且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